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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石家河等多

处遗址的瓮棺葬中发现了数量不少的玉器[1]。
特别是2015年在石家河古城核心区谭家岭发

掘的5座瓮棺葬中，出土了200余件精美玉器，

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2]。在这些玉器中，

最引人注目的器物和纹饰主要有三类：一是

嘴吐獠牙，双耳带环的玉神像，如谭家岭9号

瓮棺出土的“玉人头像”；二是具有典型五官

模样的玉人像，如谭家岭8号瓮棺的“玉人头

像”；三是双翅展开或收拢的玉鸟（学术界通

常称之为玉鹰），可以谭家岭遗址8号瓮棺出

土的鹰纹玉圆牌和9号瓮棺出土的双鹰玉牌

饰为代表（图一）[3]。
传世品中也有不少类似风格的玉器，早

已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邓淑苹将这类神像和

人像统称为“神祖面纹”，不仅对相关资料进

行了最为详备的收集，而且概述了学术界对

于这类玉器的认识：

最早被学术界认知的一件雕有神祖面纹

的带刃玉器， 是刘敦愿征集山东日照两城镇

的玉圭，1972年首度发表。……两城镇玉圭的

公布，甚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1979年林

巳奈夫、巫鸿都撰文将之与许多流散品，包括

带刃器与嵌饰器串连起来讨论。1985年巫鸿

将之与文献中的“东夷”作了联系，笔者则于

1986年论文中， 广搜相关资料分析其间复杂

的演变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长江中游

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许多具象与抽象的神

祖面嵌饰器或佩饰器（报告中多称之为“玉人

头”、“玉兽头”），证明林巳奈夫、巫鸿及笔者

论文中所论述的一些早年流散欧美的雕有这

类纹饰的嵌饰器， 并不是海岱地区的山东龙

山文化， 而是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

遗物，因此学界开始有了新的看法。杨建芳于

1992年提出移民的观点， 认为这是东夷族被

蚩尤战败后分裂， 其中名号为少昊挚的一支

移民到长江中游的结果。[4]

然而，近年来的发掘表明，尽管这些玉器

大多出土在石家河遗址，但实际上它们的年

代均属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发掘者指出，在

重与句芒：石家河遗址几种玉器的属性
及历史内涵

摘要：在石家河等遗址出土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以玉神像、玉人像和玉鸟等三类题材最为引人注

目，但学术界对于这些玉器的来源及属性还有很大争议。本文认为上述玉器题材均与少皞氏密切相

关，其中玉人像即少皞氏首领重，重死后被尊为东方之神句芒，其形象为“人面鸟身”，玉神像和玉神

鸟分别代表了句芒的两种面相。在“禹征三苗”过程中，少皞氏族众是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些“句芒”类
玉器应是少皞部族将士在江汉平原的遗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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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文化面貌为之一变，大

量精美玉器出现，瓮棺葬流行，可以说，后石

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不是谱系的延

续，而是谱系的巨变，意味着出现了明显的社

会和文化转型”[5]。而学术界普遍相信，“禹征

三苗”则是导致上述巨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河南龙山文

化煤山类型进入江汉平原，替代了土著的石家

河文化而形成了所谓的后石家河文化[6]。这也

就是说，这批玉器是中原文化大规模进入江汉

平原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它们究竟是外来因素

还是当地起源，依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从两城镇玉圭[7]和临朐朱封龙山墓葬[8]出

土的玉冠饰来看，这类神祖纹玉器与山东地

区关系密切。早在1979年，巫鸿就提出这些玉

器及其纹样反映了东方太皞和少皞部落的鸟

图腾信仰[9]。这确是一个卓识，但略显笼统，还

可以做进一步的细究。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
“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
我知之。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 故为云师而云

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

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

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

至，故 纪 于 鸟，为 鸟 师 而 鸟 名：凤 鸟 氏，历 正

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

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
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鴡鸠氏，司空也。爽

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

也。五 雉 为 五 工 正，利 器 用、正 度 量，夷 民 者

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

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
则不能故也。”

据郯子所言，鸟图腾信仰是少皞氏所独

有，而且各部落所崇拜的鸟类各有不同。不仅

如此，少皞部族中还诞生过一位人面鸟身的

大神，这就是五祀之一的句芒。《左传》昭公二

十九年所载魏献子和蔡墨的一段对答，揭开

了句芒的来历：

献子曰：“社稷五祀， 谁氏之五官也？”对

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
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

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
颛顼氏有子曰犁， 为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

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

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
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据蔡墨所论，可知少皞氏有子名重，因有

功德而死后被尊为五祀之一，即句芒。《礼记·
月令》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

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春日草

木生长，故句芒“盛德在木”，为东方之神。
句芒能降福于人，《墨子·明鬼下》记：

昔者秦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

而 左，鸟 身，素 服 三 绝，面 状 正 方。秦 穆 公 见

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

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

失。”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

为句芒。”
秦穆公在宗庙见到人面鸟身的句芒，实

在不是偶然，因为嬴姓之秦本来就是少皞之

后。《史记·秦本纪》载：

秦之先， 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女修

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

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

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

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
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

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

赐姓嬴氏。
《正义》进一步解释到：

《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

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

知大业是皋陶。
大业即皋陶，则大费（柏翳）即皋陶子伯

益，他们都是少皞氏的族长，故《索隐》云：

《左 传》郯 國，少 皞 之 后，而 嬴 姓 盖 其 族

也，则秦、赵宜祖少皞氏。
秦出于少皞氏，所以秦人先祖中颇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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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1.谭家岭W9玉神面 2.谭家岭W8玉人像 3.谭家岭W8鹰纹玉牌 4.谭家岭W9双鹰玉牌

鸟有关的传说。《史记·秦本纪》记：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

曰若木，实费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
鸟身人言。

秦之先既有鸟俗氏，又有“鸟身能言”者，

实际上都反映了少皞氏的鸟崇拜传统。句芒

之神本是少皞之子重，而秦出于少皞，属于同

族，这就是句芒赐福秦穆公的历史根源。
重既为少皞之子，又为东方之神句芒的

这种双重身份，对于正确理解神祖纹玉器具

有决定性作用。纵观这类玉器，虽然纹饰和造

型多样，但实际上仅有三种母题，即神、人和

鸟。而最可注意的是，从两城镇玉圭和台北故

宫所藏两件玉圭纹饰来看，玉圭上的主体纹

样既可以是神像，也可以是神鸟，这说明神与

鸟的母题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特别是台北故

宫玉圭上神鸟的腹部有一抽象的神像，更进

一步证明神与鸟之间有密切关系，它们实际

上代表的是同一种神灵（图二）。上述玉器上

可以相互替换和组合的人、鸟纹饰，让我们很

容 易 地 将 它 们 与 少 皞 氏 大 神 句 芒 联 系 起

来———所谓“人面鸟身”，实际上是指句芒的

两种面相———它既可以表现为口吐獠牙，略

显狰狞的神像，也可以是昂首挺立，羽翼刚健

的立鸟。此外，与这些神像和神鸟伴出的母题

通常作标准的人形，它们应该就是重的造型，

是句芒之神在人间的真实形象。而尤可注意

的是，这类玉人像毫无例外均有向后披散的

长发，这大概就是《礼记·王制》所谓“东方曰

夷，披发文身”的具体表现。重为少皞之子，为

普通凡人，故以真实面貌示人；句芒为神，则

塑造出狰狞造型或化身为该族所崇拜的鸟

图二

1.两城镇玉圭 2.台北故宫鹰纹玉圭 3.台北故宫神面玉圭

1 432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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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因此，石家河玉器中人、神、鸟的三种造型

实际上分别代表了重、句芒以及句芒的化身

（鸟），这类玉器不妨称之为“句芒”类玉器。
除了上述单一母题的器物，在这类玉器

中，还有一些是组合母题造型的。但有意思的

是，组合方式主要有3种，分别是神—人组合、
鸟—人组合、神—鸟组合（图三）。在洞察了

人、神、鸟的真实含义后，这些组合的意蕴也

就昭然若揭了：神—人组合与鸟—人组合在

本质上是相同的，均是句芒和重的组合，旨在

说明句芒与重的重叠身份；而神—鸟组合则

用于揭示句芒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可以为具

象的神面，也可以是抽象的化身。
如果上述理解不错的话，就必须要回答

一个问题：少皞之墟远在曲阜[10]，为何如此众

多的少皞族玉器却集中出土在千里之外的江

汉平原？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正是“禹征三苗”
的结果。

在有关这场战争的记载中，有一些关于

人面鸟身大神的说法值得格外关注。如《墨

子·非攻下》说：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

血 三 朝。龙 生 于 庙，犬 哭 乎 市。夏 冰，地 坼 及

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

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

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

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

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

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随巢子》也有类似的记载：

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于玄宫。有

大神，人面鸟身，降而福之：司禄益食而民不

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实，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

方归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土以王。
两条记载虽然有所差异，但都反映了禹

在征伐三苗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人面鸟身”
大神的鼎力支持。杨宽先生曾经考证这位大

神就是秦人始祖伯益，略显曲折，其实倒不如

视为句芒更为直接有据[11]。那么，作为东夷族

神的句芒又缘何会助大禹伐三苗呢？这就需

要从夷夏关系以及禹征三苗的过程来理解。
自傅斯年先生提出“夷夏东西说”以来，

学术界多注意夷夏之别和夷夏之争。但实际

上，通过禅让、通婚等方式，夷夏早已是“一家

亲”，结成强大的部族联盟，这其中属于华夏

集团的有尧和夏族，属于东夷的则有舜和皋

陶、伯益之族。从族属和地域而言，夷夏确实

分立东西，但“夷夏东西”的主流是“夷夏交

融”，而非“夷夏交胜”，一部分夷人如舜与皋

陶可能早已华夏化，或者说部分东夷和华夏

早已融为一体[12]。夷、夏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

而是另有其人———南方的苗蛮集团，“禹征三

苗”就是这一史实的具体反映。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位时：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

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

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

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吕氏春秋·召类》也记载：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虽然尧“迁三苗于三危”，但只是取得了

局部胜利。虞舜在位时，三苗依然是心腹大

患，故《左传》昭公元年就把“虞有三苗”与“夏

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对举，可见

苗蛮集团对夷夏联盟威胁之大。舜在位期间

继续对三苗进行征伐，如《吕氏春秋·召类》在

记尧伐南蛮之后，紧接着又说：

舜却苗民，更易其俗。
甚至舜之崩也与苗蛮密切相关，《史记·

五帝本纪》于此言之凿凿：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

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

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

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南巡狩”无疑是委婉的说法，《礼记·檀

弓下》记“舜葬于苍梧之野”，郑玄注就迳称

“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如果郑说属实，

可见想见当时战争的惨烈程度。今湖南澧县

孙家岗也出土类似风格的玉器，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中原文化曾经深入洞庭湖地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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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所谓舜“崩于苍梧之野”，并“葬于江南九

疑”当有相当的历史依据[13]。
虽然尧舜持续发动对三苗的征伐，但彻

底征服三苗的则是禹。《韩非子·五蠹》称：

当 舜 之 时，有 苗 不 服，禹 将 征 之。舜 曰：
“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

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所以，虽然文献中通言“禹征三苗”，但实

际上是历经尧、舜、禹三世的长期奋战才最终

压服三苗，或者说，是夷夏联合才压服南方的

苗蛮集团，文献中所谓的“禹征三苗”实际上

应该是夷夏联军共同创造的。而当禹之时，少

皞族首领就是皋陶、伯益父子，他们是辅佐禹

的第一功臣，故《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

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
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

天下授益。
由此可见少皞族在禹执政时的重要地

位。虽然文献中缺乏皋陶、伯益曾经参与征三

苗之役的确切记载，但也有些线索可供参考，

如《尚书·吕刑》称：

苗民弗用灵， 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

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

刑并制，罔差有辞。
五刑之作与禹征三苗有关，而五刑又与

皋陶关系密切。《尚书·尧典》记舜命皋陶“作

士以理民”，即为司法之官。《左传》昭公十四

年引“夏书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尚书·皋陶谟》更是记载禹感慨“何迁于有

苗”，而皋陶向禹详细解释“天讨有罪，五刑五

用”的道理。根据上述记载，可以推断皋陶之

族必然参与了对三苗的讨伐，在与三苗的激

战中，皋陶之族以某种方式祈求本族族神句

芒莅临上空，助其一臂之力，这应该就是《墨

子》和《随巢子》所谓禹得“人面鸟身”大神支

持的真实状况，禹得句芒之助克三苗，实际上

就是夏族和皋陶族合力克三苗。因此，我们进

而可以大胆地推测，江汉平原出土的“句芒”
类玉器应该就是参与征伐三苗的皋陶族将士

的遗留物[14]，相信日后会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分

布区内见到更多这类玉器[1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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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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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3]在石家河等遗址出土的玉器中还常见虎的题材，

也应有独特的含义，但目前尚不能明确辨析，故本文暂不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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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从理论上讲，既然“句芒”类玉器是皋陶族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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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and Goumang: The Nature and Historical Meaning of Several Jade Artricles from
Shijiahe

Sun Qingwei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Among the post-Shijiahe culture jades unearthed at Shijiahe and other sites, three forms

are particularly noteworthy—images of a jade spirit, a jade man and a jade bird.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se jade objects has been the source of much scholarly debate.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se jades were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Shaohao clan, in which the jade man was the Shaohao clan leader, Chong. Up-
on death, Chong became the spirit of the east, Goumang, taking the form of “a bird with the face of a
man.” The jade spirit form and the jade bird represented the two major aspects of Goumang, respective-
ly. During “Yu’s conquest of the Sanmiao,” the Shaohao clan was an important military force and these
Goumang jades were likely left on the Jianghan plain by the Shaohao clan generals and soldiers.

Keywords: post-Shijiahe culture; Goumang; Shao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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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ongshan Period Three-ridged Arrowhead
Wang Qinggang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type of arrowhead with equilateral triangular faces was popular in the Jianghan re-
gion and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The body of the arrowhead was cylindrical and the
shank was conical with three ridges. The deadly power of the arrowhead perhaps reflected the frequency
of war. The distribu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the three-ridged arrowhead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read for
researching war in and between regions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Keywords: three-ridged arrowhead; Longshan period; archeology of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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